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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与知识集群协同发展的世界经验
与中国对策

钟今瑾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知识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知识集群的构成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系统

的整体创新。卡拉雅尼斯等人在吉本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三”理论，指出其背后的知识

生产动力机制是源于“政府－大学－产业－社会公众”的“四螺旋”结构。文章以“四螺旋”理论为基础，选

取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与筑波大学、韩国的大德创新特区与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园区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

这四个同为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创新主体的实践经验与独特方案，总结提取出其中的关键创新要素，为我

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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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与科学研究水平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为了在国

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促进本国的科技发展

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各国都陆续建立起一

批区域创新系统，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

日本的筑波与韩国的大德等。

在我国，区域创新作为我国建成创新型国

家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内容，一直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雄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承载

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

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调整优化京津冀城

市布局与空间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

资源环境相适应等职能。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在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的批复中，提出雄安新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

新科技合作模式，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１］。在

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３５年）的批复中，对新区的发展提出了十四

条要求，其中一条即要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将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动力［２］。２０１９年２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继

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

国意义的新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３］。

其中，强调要聚集国内外尤其是京津冀的优质

创新要素，发展高端高质高新产业，深化产学研

融合，加快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等。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我国在建设雄安新区这一区域创新

系统时，就必须充分学习与吸取国内外区域创

新系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已有的案例

研究基础上统筹规划出一套适合雄安新区的发

展方案。

　　二、分析框架：知识生产动力机制“政府－
大学－产业－社会”“四螺旋”模型

　　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ｎ－
Ｄａｖｉｄ）在《学术系统：不列颠、法兰西、德国、美
国》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影响着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与高等教
育中心的位置。而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东亚
地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超越美国，

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全新中心［４］。因此，本
文选取了位于东亚地区，同属政府主导型的三
个创新区域中的四个案例进行研究，分别为日
本的筑波科学城与筑波大学、韩国的大德创新
特区及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在现有研
究成果中，针对以上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大多
是从经济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的角度出发，

但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区域创新的实质是
知识生产与应用转化模式的创新。在传统的
“知识生产模式一”中，知识生产局限在大学“象
牙塔”的科学研究中，表现为教会或市政当局把
控下的单／双螺旋结构［５］。在“知识生产模式
二”中，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ｉｂ－
ｂｏｎｓ）等人则提出了“大学－产业－政府”的知
识生产动力模型，而伯顿·Ｒ．克拉克（Ｂｕｒｔｏｎ
Ｒ．Ｃｌａｒｋ）提出的由“政府权力－市场－学术寡
头”这三组力量所形成的“三角协调模型”［６］，也
体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新的知识生产方
式的到来，创新系统迎来了新的转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信息时代与
物理时代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碎片化知识的增
多使得知识生产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场域，知
识生产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在知识迭代的过程
中，如何保证科学伦理与整个创新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美国学者
卡拉雅尼斯（Ｅｌｉａｓ　Ｇ．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ｉｓ）等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三”。他指
出，为了减少“三螺旋”体系中可能因过分追求
效益而对科学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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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边界。为此，卡拉雅尼
斯提出了“知识”这个较“学科”而言更小的概
念，并通过建立起“多层次、多节点、多形态、多
主体”的多维聚合型知识群，来营造多元化与多
样化的教学科研创新系统［７］。为了改善区域创
新的主体结构，使多主体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与合作关系，从文化视角来保障知识生产和经
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生产模式三”中引
入“社会”这一新的主体，并将其加入新的创新
系统之中，从而形成“大学－产业－政府－社
会”的“四螺旋”结构，以此突破各螺旋目标的局
限性，并从文化角度给予知识和经济以可持续
性的发展导向［８］。

在这种创新模式中，政府作为指导者、参与
者和服务者，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高校作为知
识生产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的三重使命；产业作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和
推广基地，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和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主要平台；社会作为新的主体，在既有的三
个主体下寻找多极中的平衡，重在促进和保障
创新目标的实现和创新活动的开展。知识生产
方式与其动力机制的变革，深刻影响着每一个
创新系统的生态环境。因此，本文将从 “四螺
旋”知识集群的创新模式入手，选取东亚地区的
筑波科学城、筑波大学、大德创新特区与新竹科
学园区这四个科技创新主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

析与探讨，力图为雄安新区的建设提出更加切
实可行的建议。

　　三、案例分析：提炼四个科技创新主体的发
展经验

　　（一）政府主导：筑波科学城的政策立法
保障

日本筑波科学城（日语：“筑波研究学園都
市”）建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作为一个科学工
业园区，其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落实当时日本政
府所提出的“技术立国”政策。作为由政府主导
兴建发展起来的全球产业新城的典型案例，被

誉为“现代科技乌托邦”的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模
式，对雄安新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价值。

筑波科学城距首都东京约五十公里，自建
立之始到２１世纪初的时间内，共经历过了三次
调整，科学城的面积逐步扩大。目前筑波科学
城规划区面积约２８０平方公里，在科学城内，设
有多所国立科研机构、民间科研机构、企业及筑
波大学等。从筑波科学城发展的整体历程来
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缘起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１９５０年左右，随着日本战后经济
复苏，首都东京因人口数量激增，逐渐出现了
“大城市病”现象。为了能够疏解东京人口压
力，同时转移部分首都职能，日本建立了一批专
业化的科技卫星城市。除了缓解人口压力外，

其中的筑波还有另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实现
技术创新的使命。随之，战后的日本逐渐从“贸
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日本前首相田中角
荣在他所著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大学篇中最早
提出：大学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中，应该实行“地
方分散”的方针，选择“山麓湖畔，阳光充足，绿
树成荫，山清水秀的开阔之处”建设“大学科学
城”，试图“通过改善科研环境、共同利用设备设
施，顺利开展科研合作，搞活人才交流来有效地
推进科学研究。为此，就必须把国立实验研究
机构集中迁移到远离大城市的地区”［９］。１９６３
年９月，他正式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随即日本
政府确定了筑波的选址。

第二阶段：起步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１世
纪初）。１９７０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筑波研究学
园都市建设法》，自此，筑波科学城步入了稳定
的发展阶段，各项建设措施得以在法律的保障
下逐渐落实。在这一时期，四十多所政府研究
机构基本完成了入驻筑波的工作，同时也吸引
了部分民间科研与企业机构，产出了一批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１０］。

第三阶段：“集群化”时期（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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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在２１世纪初，日本开始实行“产业集
群计划”与“知识集群计划”，分别由经济产业省
和文部科学省负责实施。在这两个政策的支持
下，筑波形成了知识集群与产业集群。在集群
中，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更加紧密，知识生
产与技术创新也更加高质高效。因而，在集群
内部，企业与研究所都获得了迅速发展，筑波研
究所也再次诞生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第四阶段：“特区化”时期（２０１１年至今）。

在这一时期，包括筑波在内的７个地区被指定
为“国际战略综合特区”。特区的建设目标是在
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与财政支持之下，依托科技、

发展工业、实现创新。筑波特区由筑波大学和
筑城市联合申请共建，其发展主要依托筑波科
学城这个日本国内最大的国际性研发基地，努
力实现国民的绿色生活与健康长寿的生活目

标，以及推动世界前沿技术创新、构建产学研合
作的新平台与新模式的科研目标。筑波特区的
设立，标志着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
阶段。

在筑波科学城的整个发展阶段中，政府一
直发挥着较强的宏观调控的“指挥棒”作用。日
本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立法保障制度与专门颁

布针对科学城的优惠政策等措施，扶持并促进
了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在科学城的建设与管理
方面，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门为筑波地区
制定的法律，这就使得这些法律政策更加具有
可行性与针对性。１９７０年，在筑波科学城成立
之初，日本政府颁布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
法》，鼓励私企与科研机构进入筑波科学城，并
对“学园地区”及“周围开发地区”的建设给出了
具体建设方案，对实际问题给予了详细解决方
案。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
本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
计划大纲》《高技术工业聚集地区开发促进法》
《研究交流促进法》等。其中，《研究交流促进
法》首次允许私企使用国家科研院所的设施。

这一法案吸引了大量的私企入驻科学城，因而

促进了企业与国家科研院所之间的人才培养与

技术交流。企业与科研院所间的人才交流与技
术贡献，加速了筑波科学城的科技创新与发展。

为了解决由于政府主导所造成的缺乏灵活性、

开放性与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日本政府在

１９９５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在１９９６年
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规划》。通过将筑波科学
城重新定位为日本信息、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减
少国有研究机构的制度惰性，从而加快了科学
城与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发展以及居民生活需
要的联系［１１］，以此提升筑波科学城的科技产能
与创新效率。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通过立法
等手段，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对房地产租
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多方面优
惠，有力保障和促进了科学城区的发展［１２］。

（二）高校创新：筑波大学的开放人才培养
体系

在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过程中，筑波大
学对科学城人才培养与输送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筑波科学城中产生的六位诺贝尔奖得主中，

有三位来自筑波大学，这与筑波大学的开放式
办学体系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筑波大学的前
身可以追溯到１８７２年成立的东京师范学校，其
战后改名为日本教育大学。１９６２年，日本在科
学技术会议中提出，要想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必
须采取措施，聚集创新要素，并直接效仿硅谷的
做法对创新要素进行聚集。１９７３年９月，《筑
波大学法案》通过，同年次月，筑波大学宣告
成立。

筑波大学以建成“开放大学”为目标，试图
建成一所不受传统观念约束，有着更加灵活的
新结构的教学和科研组织。在人才培养方面，

筑波大学希望能够与国内外的教育研究机构和

学术团体，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建立紧
密联系且可以自由交流，从而培养具有创造力
和丰富人文素养的学生。

筑波大学所持有的这种开放性的办学理

念，实则源于其对日本传统大学模式的改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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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校方认为，“以前日本的大学倾向于在自
己狭窄的专业领域中与世隔绝，造成了教育和
研究走向两极化并与现实社会逐渐疏远。”［１３］

为此，筑波大学一直坚持开放性的战略，并不断
促进学校在各个层面的改革。同时，以高度国
际化为办学特征，保持办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
灵活性，以此来应对当代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
环境。在筑波大学现行的第三个中期建设与发
展目标中，学校从五个方面对学校的人才培养
提出了具体要求［１４］，并力图通过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为学校的开放性办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和

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一，加强学生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培养，促
进学校建立紧跟国际科技前沿的研究系统。学
校将在重视学生道德塑造的前提下，在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科等学科领域，探索挖掘精深的专
业知识。同时，也在学科交叉与合作过程中，不
断开拓学科领域，使筑波大学成为世界领先水
平的知识创造中心。

第二，加强生源多元化与开放性，注重培养
学生的完整人格与创新精神。筑波大学接受来
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建立一个由各领域前沿
研究成果支持的教育体系，培养有着和谐、完整
的人格与创新性精神，且能够胜任全球化工作
的学生。

第三，不断加强筑波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筑波大学能够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学校将维持和营造自
身良好的国际声誉，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世界
各地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

第四，加强筑波大学在筑波科学城的核心
地位与中心作用，从而促进实现产学研的深度
融合。筑波作为科技集中的创新中心，学校在
其中发挥核心作用，可以加强教育和研究机构
以及行业间的合作。在产学研合作之外，学校
也同样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科研水平的提

高，努力增强日本在全球工业中的竞争实力。

第五，优化资源配置体系，提高信息治理能

力，重新整合与合理分配学校内部资源。同时，

加强师资队伍的多样化技能培养，继续履行好
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

以上措施表明，筑波大学力图将学生培养
成国际化、跨学科以及具有科研创新精神的应
用型人才。而这一人才培养理念，为区域创新
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创新与技术支持。为了保障
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实现筑波大学与筑波科
学城之间的联动创新，筑波大学在院系与科研
组织设置上进行了部分调整，具体表现为学院
改组和产学研中心的建立。

筑波大学的学院改组源于对现有学位制度

的改革，通过构建全新的“学群”框架体系来优
化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在学院改组后，学校
由原有的８个研究科８５个专攻，转化为３个学
术院６个研究群和６个专攻。例如，原有的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和商业科学研究科，合并组
成为现在的人文社会商业科学学术院；原有的
数理物质科学研究科、生命环境科学研究科、系
统情报工学研究科，组成为现在的理工情报生
命学术院等等。学群制度的诞生，使得各个相
邻学科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有利于各个学科
之间的交融与合作，打破了原有学科之间的界
限，以更灵活的课程制度，促进了学生创新性思
维的发展。这一项改革举措，旨在顺应多学科
交叉背景下的科研需求和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

与技能的学生，使其为国家与区域的科技创新
作出更多贡献。

在产学研方面，筑波大学在国际产学研合
作总部的支持下，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基于外部
资助的研发中心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大学可
以与企业更加密切合作，并且能够将合作成果
转化落地，参与新设备研发、培育功能性植物和
研发新药物等，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此外，

筑波大学通过联合投资发展研究组织，与科学
园区共享校园研究设施等措施，与筑波科学城
的其他大学、政府机构、研发公司、企业研究实
验室和研究机构共同合作，构建一个突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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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企业组织之间障碍的创新研究平台，实
现人力资源整合，集中资源进一步开发筑波纳
米技术创新竞技场系统（Ｔｓｕｋｕｂ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ｎａ　ｆｏｒ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ａｎｏ）。同时，

筑波大学成立了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作为学
校跨学科研究和生产应用的场所，积极与相关
产业合作，了解产业需求，实现研究成果的落地
转化。现有的研发中心有藻类生物量与能源系
统研发中心（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ＡＢＥＳ）、ＭＩＲＡＩ政策与
技术前沿研发中心（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ＲＡＩ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及健康
服务研发中心（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等等。

（三）以研促产：大德创新特区的研究型产
业模式

韩国大德创新特区（Ｄａｅｄｅｏｋ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始建于１９７３年，是韩国最早，也是最大
的一个科技园区。大德创新特区距离首尔约

１６７公里，位于素有“韩国硅谷”之称的大田广
域市东部，被称为“韩国科技的摇篮”和“新技术
的孵化器”。在大德创新特区内，聚集了韩国国
内超过１０％的理工科博士级研究人员，２３％的
科研设施，国家每年３５％的研发预算被投入到
大德。目前，大德已经形成信息技术（ＩＴ）、生物
技术（ＢＴ）、纳米技术（ＮＴ）和辐射技术（ＲＴ）等
产业集群带，代表了韩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

大德创新特区逐步成为一种高科技产业集群，

其知识产权应用产品的生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强大的研发投入［１５］。因此，大德创新特
区内的企业与当地的研究机构及大学都保持着

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在国家和区域发展
政策的指导下，实现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和区域创新的发展目标。

大德创新特区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的科学城时期（１９７３年至

１９８３年）。韩国大德创新特区与日本筑波科学

城的建立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国家政策由
“贸易立国”向“科技立国”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９７３年，《第二个研究园区建设草案》获得
批准。次年，《建设研究及大学城的国家总体规
划》正式实施，大德科学城开始建设。在建设之
初，大德科学城的定位是国家级的“科学及教育
中心”。在这一时期，大德科学城主要从事教育
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科学的研究等教育科研
活动，与地方产业的联系较弱。

第二阶段：科技谷的形成时期（１９８３年至

２００４年）。１９８３年，大德科学城在行政区划上
隶属于大田广域市。随着隶属关系的变化，大
德科学城的定位，也由原先的“国家科学与教育
中心”向“大田市城市次中心”转变。原本独立
的科学城与地方的关系变得紧密，科学城的发
展也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为了
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地方政府颁布了一
系列的政策措施，扶持科学城的科学研究，加速
科研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民间研究机构与企
业的加入，使大德科技谷的开发模式由强政府
主导向产学研融合转型。在促进科研创新的同
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创新集群发展时期（２００５年至
今）。韩国政府在２００５年颁布了《大德创新城
特区建设特别法》，并正式将园区更名为大德创
新特区（Ｄａｅｄｅｏｋ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ｓ），园区面积扩大至

７０平方公里。在大德创新特区时期，政府引进
了专业的运营团队来经营大德创新特区，特区
与地方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了产出更有商
业价值的创新成果，特区大力支持技术创新。

在韩国大德创新特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
经济及企业，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与贡献尤为
突出。在科技谷时期，大德科技谷鼓励公共研
发成果实现充分的在地市场化，同时鼓励科研
人员走向市场。１９９８年，韩国政府开始对公立
研发机构进行改组，以提前退职、鼓励创业、强
制下岗等方式，让研发机构成员全体减员达

３０％－４０％，为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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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才，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创业活动［１６］，

实现了产学研在科技创新区域中的高度融合。

在创新集群时期，大德创新特区催生出了
“研究型公司”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研究型公
司是指在大德特区内创办企业，并将其２０％以
上的资本用于公共研发机构新技术的产业化公

司。这一制度于２００５年在《大德创新城特区建
设特别法》中首次提出，发展至今已经为特区培
养出一大批研究型公司。这一制度丰富了之前
产学研的合作模式，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能够
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合作系统，这使得新技术
能够获得更快地认证、落地与生产，使其形成了
科技研发、产品转化、市场运营一体化的长效
机制。

同时，政府对于大德创新特区还给予了大
力扶持，如韩国政府承诺，为经认定的创业型企
业提供３０万至５０万美元的创业资金支持，为
技术含量高的创业型企业则提供３００万至５００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韩国政府根据《外商
直接投资促进法》，建立了完善的外商直接投资
支持系统等等［１７］。这种对于区域创新系统中
企业的扶持政策，一方面促进了科研成果加快
落实生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激励科研机构在
新兴科技领域进行更多探索，形成了产业与科
研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四）社会参与：新竹科学园区的多主体合作
新竹科学园区，原名新竹科学工业园，其形

成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希望以
发展“高级紧密工业”来取代“过去以劳力为主
的经济形态”。为此，在１９７６年５月，台湾地区
决定效仿美国硅谷的科学园区，设置“科学工业
园”并将其纳入“台湾六年经建计划”中。新竹
科学园区的选址，定在已经聚集了高等学府和
研究机构如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和台
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新竹地区，这使得新竹具
备了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空间与地理优势。

新竹科学园区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期（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

这一时期台当局对园区管理起主导作用。为吸

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新竹科学园区设立了“单一

窗口”来为高技术企业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并以

此保障该类企业的长效运营与发展。但总体而

言，在起步阶段，只有较少一部分的企业和科研

机构入驻园区，科学园区的发展尚不成熟。

第二阶段：发展期（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高科技生产企业入驻园区，

但是这段时期的项目、技术与人才主要来自外

来引进。由于园区原先的产业基础为农林业，

企业生产所必须的基础设施较为缺乏，加上技

术保护的原因，新竹科学园在引进外来技术时

并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因此，最初的产业结构主

要为计算机及周边产业等，产业组成结构过于

单一，对外的依赖较多，还不能够实现科学园区

的自主创新与发展。

第三阶段：创新期（１９９２年至今）。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随着联电、台积电等企业扩大规

模和创新产业模式，新竹集成电路的产业制造

能力得到迅速发展。同时，随着园区创业环境

的改善，除了台当局所支持的部分产业获得迅

猛发展之外，民间资本的加入也使得园区的创

新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多元，园区也逐渐实现了

从以传统标准化生产为主向以创新科技化研发

为主的转变。

在新竹科学园的自主创新时期，民间资本

的加入使得园区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得以更新

与发展。民间资本及中小型企业等在新竹科学

园中逐渐获得一席之地。社会这一主体加入新

竹科学园，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原先“政府－产

业－科研”的“三螺旋”结构，为当地中小型企业

的增加及自主研发技术的快速出现注入了新的

活力。可以说，社会对科学园区建设的关注与

参与，能够促进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技术升级

与自主研发精神的提升，推动实现了科学城的

经济转型与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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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启示与建议

通过选取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与筑波大学、

韩国的大德创新特区与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园

区这些同为政府主导型的案例，总结出其在区
域创新与知识集群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以
“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的知识生产“四螺
旋”的动力机制为理论分析框架，提取出了该地
区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更为突出，同时也对雄安
新区具有适切性及可资借鉴的范式与经验，力
图为雄安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给予可行性

的建议。

第一，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下的管理运营机
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雄安新区作
为国家级新区，其管理运营模式需要政府部门
的多方协调与管理。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建设，

涵盖了从国家级行政管理机构到地方公共团体

以及其他地方有关部门等多个级别的执行单

位。在各方的协调下，共同参与运营了科学城
的建设，日本政府建立了多方主体参与的建设
运营管理体系。为了重点关注与扶持科学城的
建设，科学城建设促进本部设在了首相办公室。

科学城的促进指挥部，则属于国土部领导，全权
负责科学城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其中的成员来
自国土部、环境部和科技部等多个政府部门。

同时，日本筑波科学城，还出台了很多专门针对
本区域发展的规定性文件，以不断完善的法律
体系保障科学城的发展。雄安新区在立法保障
体系构建与行政执行机构的安排与规划方面可

以从中学习。

第二，建立起产业发展与科研创新相互促
进，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创新城发展模式。

目前，以学术科研为基础、产学研共同发展的创
新模式，已然成为参与到区域创新过程主体的
共同目标。韩国大德创新特区在政府的政策支
持下，大力吸引研究型企业入驻科学园，实现科
研成果快速落地与产业化，为科研成果转化与
新兴技术创新都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雄安

新区在吸引企业入驻时，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招
商策略，宏观把控企业入驻创新区域的高质量
与高水平标准。

第三，建设具有创新发展理念的雄安大学。

日本筑波大学的重要使命在于，以开放办学的
理念，推进大学从知识的“象牙塔”转变为社会
的“智力库”，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三项职能之间的关联与平衡。筑波大学
所提出的“开放型大学”建设目标，打破了日本
传统大学制度的封闭性。通过借助地区优势，

与筑波科学城合作，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不断
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通过技术革新与科研合
作，培养出高端人才与尖端科技成果。雄安大
学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参考筑波大学的模式，激
发雄安大学在雄安新区创新建设中的潜能，实
现知识创新与现实生产力的无缝对接，满足创
新驱动战略的迫切需要。

第四，吸引更多创新主体的参与，为区域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雄安新区的发展，离不开社
会的关注与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整
体城市区域规划，需要完整的城市配套措施。

在设计城市发展形态的基础上，考虑到核心区
域紧凑集约发展，以完善舒适的生活保障设施
留住优质人才。在城市建设时，也要考虑到国
内外不同地区专家学者的生活习惯，以更加契
合的方式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宜居、

设施完备、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新区。在交通设
施的建设上，要建立连接雄安新区和周边地区，

特别是与北京的交通条件，通过完善高铁、动车
建设，使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除了基本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措施之外，吸
引民间科研机构与民办企业的加入，也能够为
雄安新区的科创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关注并重视以上四个维度之外，我国在
建设雄安新区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政府、企业、

大学、社会四重主体的共同作用与合作关联。

以政府来保障区域的科创规划、基础设施与社
会公平、政策调控等；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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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生产、消费与转化的智力支撑；以企业作为激
发区域创新与持续发展的活力核心，促进实现
科学理论研究向实际成果转化；以社会来平衡
优化以往“产学研”相结合的“三螺旋”结构中可
能出现的组织惰性，维持区域长期良性的持续
发展。基于此，为区域系统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最终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智慧、创新、绿色、包
容、宜居”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

复［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４５７２．

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２］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年）的

批复［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５８６８０．

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１－２０．

［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６４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４］周光礼．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发达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

与创新［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３）：６６－７７．

［５］郄海霞，李欣旖，王世斌．四螺旋创新生态：研究型大学

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探析———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为例［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２）：１９０－１９６，２００．

［６］［美］伯顿·Ｒ．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

跨国研究［Ｍ］．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５９－１６０．

［７］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ｉｓ　Ｅ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Ｄ　Ｆ　Ｊ．Ｍｏｄｅ　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ａｄｒｕ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８］黄瑶，王铭．“三螺旋”到“四螺旋”：知识生产模式的动力

机制演变［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１）：６９－７５．

［９］［日］清水一彦．日本筑波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

题［Ｊ］．姜英敏，编译．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１０）：５２－５６．

［１０］王海芸．日本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启示研究［Ｊ］．科技中

国，２０１９（３）：２０－２７．

［１１］刘飞．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产业服务体系发展研究

［Ｄ］．湖北：武汉大学，２０１２．

［１２］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得与失［ＥＢ／ＯＬ］．火花标准园区，

ｈｔｔｐｓ：／／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ｓ／ＯｎＯｉｑｒＪｇ ＿

ｂｓ９６ｖｉＸ２６ｑｖ５Ａ．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１３］筑波大学案内：建学の理念 ［ＥＢ／ＯＬ］．筑波大学，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ｔｓｕｋｕｂａ．ａｃ．ｊｐ／ａｂｏｕｔ／ｏｕｔｌｉｎ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２０２０－０１－２６．

［１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ｕｋｕｂａ．ａｃ．ｊｐ／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ｌｅｓ／６３１５／８４４３／１１６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ｐｄｆ．

２０２１－０２－１８．

［１５］Ｏｈ　Ｄ　Ｓ，Ｙｅｏｍ　Ｉ．Ｄａｅｄｅｏｋ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Ｆｒｏ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ｋ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Ｊ］．Ｗｏｒｌｄ　Ｔｅｃｈｎｏｐ－

ｏｌ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２）：１４１－１５４．

［１６］大德创新特区（Ｄａｅｄｅｏｋ　Ｉｎｎｏｐｏｌｉｓ）———从科技园区到

创新集群（中篇）［ＥＢ／ＯＬ］．华高莱斯，ｈｔｔｐｓ：／／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ｓ／ｎ６ａＩ１ＡＩＸ－ｋｕｆＬＥＴＡＡＦｍＤｏｗ．

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１７］滕堂伟．韩国大德：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园区创新［Ｎ］．

东方早报，２０１４－１２－０９．

４６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


